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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知识的《乌合之众》

“人同此群，群同此心，心同此理。”

1923年，钟健闳将勒庞(Gustave Le Bon)的 Psy⁃
chologie des foules英译本The Crowd一书译为《群众》

(作者译为鲁滂)，在序言中写下这句话，表达了勒庞学

说对于中国的适用性。此时距离勒庞在法国出版这

本书已有28年的时间。其间，中国社会风云变化，各

种类型的群众运动兴起，勒庞的群众心理学成为人们

理解“群众”的知识资源。在钟健闳之前，The Crowd
已被商务印书馆在1920年译为《群众心理》(作者译为

黎朋)。2000年之后，勒庞学说再次在中国流行，这本

书的新译名是《乌合之众》，这是一个在中国知识界非

常响亮的名字，一个带有强烈情感色彩和修辞色彩的

词语。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和互联网集群现象是这一

时期勒庞学说传播的主要背景，也是这套知识被述说

的主要对象。这套解释群众现象的心理学语言影响

中国已有百年时间。历史变迁，影响力依然不减，因

为它触及了一个重要的政治话题：何谓“群众”。

如何理解“群众”是政治思想史的核心议题。抽

象的人群有时被认为是现代政治的合法性基础，此

时常被表述为“人民”，它与一套自然法、现代性等语

言联系在一起；有时被理解为民主制度的运作主体，

即我们所说的“选民”；有时又被认为是社会秩序

的破坏者，即“暴民”“群众”。同样的群体，不同的称

谓背后是不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立场。对于“群众”

知识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政治观念的变化

及其内在张力。“群众”知识包含多个类型，其中，群

众心理学是一套影响深远的知识体系，其贡献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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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一套解释群众现象的心理学知识——用心理学

的语言来批判群众现象。本文关注这套群众心理学

的知识和语言如何在中国传播，如何定义“群众”问

题，如何塑造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群众”的想象。

勒庞的《乌合之众》是一个值得解剖的标本。

群众心理学诞生在 19世纪中后期。当时，下层

阶级开始展示自己的力量，群众心理学就是对这一

现象的反映①。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群体暴力给整个

19世纪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催生后来的群众心理

学②，这套知识的特征在于：它建构了“个人-群体”的

二元框架；使用一套心理学、病理学的词语——比如

“暗示”“模仿”“传染”——来描述群众的特征和解

释其行为逻辑；建构了一套把群众视为“非理性”的

知识系统。群众心理学在全球流传甚广，影响深

远。学界已有研究关注了它的起源和形成。欣内肯

(Ginneken)讨论了 1895年围绕群众心理学起源形成

的争议③。高毅认为《乌合之众》在法国的问世和流

行，“本质上并不属于学术现象，而只能说是汹涌于

19世纪末西方的保守主义思潮的一种反映”④。

一些研究关注了勒庞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与影

响。肖铁讨论了晚清民国时期群众知识在中国被翻

译、传播和再创造的过程⑤。徐蕾、李里峰讨论了群

众心理学在“五四”前后中国的流传及其对政治的影

响⑥。这一研究细致勾勒了群众心理学在民国传入

的过程。林建刚讨论了勒庞的思想对20世纪中国的

影响⑦，该文的论述重点是民国时期，较少述及 1949
年之后勒庞思想的传播。此外，它主要分析知识界

对于勒庞学说的论述，没有讨论勒庞学说如何影响

了知识的生产。高毅认为，勒庞的《乌合之众》在中

国的流行与新保守主义的泛滥有关联⑧，但这一研究

没有分析《乌合之众》对中国知识界和公共话语的具

体影响。现有研究还有一些尚未解释清楚的问题，

比如在民国时期，勒庞学说如何影响了人们对各类

群众现象的理解?创造了什么样的政治实践?《乌合

之众》为什么会在 21世纪的中国再次流行?围绕《乌

合之众》，学界生产了关于“群众”的何种知识?定义

了什么样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如何定义的?我们需要

借助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来回答这些问题。

知识社会学关注知识与社会的关系。知识不同

于意识形态，也不同于日常的观点。它指“被某种社

会群体或社会的人们所接受的任何一套思想”，包括

社会语言、信仰、规范和世界观等形式，构成了人类

的经验⑨。“意识形态”则是一整套连贯的话语，内部

更加统一，并且以国家、教育机构等重要的政治和社

会制度为基础来建构、再生产和灌输⑩。与日常观点

的散乱和碎片化相比，知识更具体系性。

知识的产生、流行与社会情境密切相关。一种

思潮或者知识之所以能够流传甚广，是因为它能够

回应特定时代的人们面临的社会问题，或者提供给

人们某种思考社会问题的视角。伯格和卢克曼的

《现实的社会建构》是知识社会学领域的一次转变，

从观念的社会决定转向对知识本身的研究，尤其是

那些用来指导人们日常生活的知识。这一转变要

求我们不仅要分析知识形成的社会因素，还要分析

知识对于社会的构成，即关注知识如何构成了人们

对于世界的理解：各种类型的社会知识传达了关于

权力与快乐、美丽与死亡、善良与危险的意义，它作

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形式，构成了意义，创造了全新

的社会实践。麦卡锡(McCarthy，E.Doyle)建议把知

识当作文化来理解和研究。知识社会学包含以下

关键词：知识、社会、认知意义、社会实践。这些关键

词构成了知识社会学的几个核心议题：知识的社会

构成；知识如何建构认知、提供理解框架和生产意

义；知识如何创造新的社会实践。这也是本文借助

知识社会学探讨的主要话题。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知识的形成日益受到跨文

化流动的影响，不少西方的学说、知识、思想以翻译、

介绍等方式传到中国，影响了中国人的思考方式，至

今未衰。知识的跨文化传播不是纯粹的语言学问

题，它包含了翻译、新的知识生产、创造实践等环

节。《乌合之众》一书在中国的译介就是知识跨文化

流动的典型案例，自民国以来，它被多次翻译出版，

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群众观念以及政治、社会实践。

本文主要关注以下问题：

(一)《乌合之众》为何会在中国流行?哪些行动者

推动了这套知识的传播?
(二)《乌合之众》被用于界定哪些问题?如何界

定?建构了何种理解“群众”的框架?
··28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新闻与传播2022.4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三)围绕这套知识，知识界、媒体进行了哪些知

识/话语生产?
(四)这些被生产的知识/话语有哪些行动指向?

创造了什么样的政治实践?
我们主要分析了以下五类资料：(一)民国时期政

治家、知识人对于勒庞学说的论述；(二)当代学术界

发表的学术文本，选择方式是，在CNKI(知网)以“参

考文献”作为搜索方式，搜集到的文本都明确地使用

《乌合之众》的论述；(三)媒体使用《乌合之众》生产的

话语，包括媒体上发表的评论文章、借助这套话语对

一些事件和群体作出的评判；(四)译者对于《乌合之

众》的相关论述，比如何道宽的“译后记”，冯克利的

《民主直通独裁的心理机制》，译者话语可以直接呈

现翻译指向甚至实践意图；(五)出版机构对《乌合之

众》的介绍和推荐语，这显示了他们——作为传播中

介——对该书的理解以及出版意图。

二、“国人当已习闻其名”：勒庞在民国

(一)勒庞学说的传入

1929年，教育史家陈东原在《河北民国日报副

刊》发表《群众心理之应用：群众心理浅说第六章》一

文，开篇说：“天地间学问的发明，大都由于环境的需

要，虽然不能完全如此，但大半是如此的，尤以社会

科学为甚。”此言点明了群众心理学的发明与社会

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明群众心理学在民国时

期流行的原因。群众心理学在民国的传播与时代的

需要有关。晚清民国时期，“群众”力量兴起，以运

动、革命等方式登上历史舞台，声势浩大，学生运动、

工农运动频繁发生，1919年的五四运动更是向世人

展现了“群众”的力量。现实政治、社会的变化使得

人们需要新的知识来理解新的现象，多种“主义”和

学说被译介到中国，构成了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政治

家理解群众现象的框架，其中就包括群众心理学。

知识的跨文化旅行需要翻译，它是理论旅行的

中介机制。《乌合之众》进入中国，离不开翻译机构

的实践。1895年，勒庞在法国出版此书。民国时期，

他的学说首次进入中国，《革命心理》《群众心理》《政

治心理》《意见及信仰》等书都在1910年代至1930年
代翻译出版。章锡琛 1913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

《群众心理之特征》一文，译自日本的《东亚之光》的

一篇文章，向人们介绍了勒庞的学说。这篇文章并

未提及勒庞，但从内容来看，就是勒庞群众心理学的

介绍。通过他的译介，诸如“暗示”“个性消失”和“幻

觉”等词语得以被中国读者所知。在勒庞学说进入

中国的过程中，尚志学会和共学社这两个学术团体

的贡献甚大。它们出版了勒庞的《群众心理》《革命

心理》《政治心理》《意见及信仰》等书。

《乌合之众》在当时被译为《群众心理》和《群

众》。最早版本是商务印书馆1920年翻译出版的《群

众心理》，隶属于尚志学会丛书，译者是吴旭初、杜师

业。《群众》由钟健闳翻译，泰东图书局在 1923年出

版。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相遇，译者用自己文化中已

有的词语，或者发明新的词语，来与其他语言对接。

将Crowd译为群众，是用中国已有的词语来表述勒庞

的思想。中国古汉语有“群众”一词。根据李里峰的

考证，“群众”有如下含义：(一)普通民众(中性)；(二)供
君主役使之民众(中性)，此用法强调群众作为被统治

者的身份；(三)不明真相、易受益惑与驱策之民众，带

有贬义色彩；(四)非法聚集、抗命反叛、肆意破坏之民

众。此外，“群众”还有其他的用法，比如指“动物成

群而动”。古汉语中，“群众”一词“多数情况下指民

众、众人、群臣、普通人、多数人，系描述性用法；时常

用来指称易受益惑、非法聚集、肆意破坏之民众”。

相较于后来译者使用的“乌合之众”一词，“群众”更

符合勒庞表达的意思。不过，中国的传统观念虽然

倾向于贬低群众的价值，也有一些描述群众易受益

惑之类的词语，却没有形成一套关于群众心理的系

统知识。这套知识在勒庞学说传入之后才在中国形

成并流行。

(二)群众心理知识的流行

随着勒庞著作的传入，群众心理的知识逐渐流

行起来。我们在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

以“群众心理”作为关键词进行了查询，发现报刊对

于群众心理的论述从1910年代开始，在1920年代文

章数量达到高峰。这些文章主要包括三类：介绍勒

庞的学说；讨论群众心理在宣传、动员等方面的使

用；理论层面的探讨。中国学者也有一些群众心理

学的著述，比如陈东原《群众心理ABC》(世界书局，

1929年)、张九如《群众心理与群众领导》(商务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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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1934 年)。“群众心理”也成为一个被接受的名

词。1932年上海出版的《中华周报》有一个“新词诠”

的栏目，对于“群众心理”形成的解释包括暗示、模

仿、同情同感等机制，这些明显受到勒庞的影响。

1934年出版的邢墨卿编的《新名词辞典》收录了“群

众心理”这一词条，将它界定为：“多数人集合于一处

时的心理现象，此时，虽极深于思虑的人，亦往往容

易发生感情的冲动，如醉如狂。”这一定义把群众心

理理解为负面的，可以看出勒庞的痕迹。

当时人们在理解群众现象时，也使用勒庞的学

说。胡汉民1919年在《建设》上发表了《吕邦的群众

心理》，文章开篇就叙述了“群众心理”的知识在中国

的影响：“有些人随便拾着他书里三两句话，就来批

评群众的举动，几乎看做没有几文钱的价值，我在上

海南北议和的里头，听见有人主张扃门会议的，就说

‘不要受群众心理的影响’。这次北京上海以及各地

起的爱国风潮，也有人说‘这不过是一种无意识的群

众心理的举动’，十分有轻蔑的意思。”从中可见勒

庞影响范围之广泛。张东荪在为勒庞《革命心理》写

的序言中提到自己把《群众心理》当做“枕中秘本”，

此书的流行也可见一斑。

群众事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古已有之，知识界

和政治家对此亦有了解。群众心理学的贡献在于建构

了一套理解群众事件的知识，以体系化的论证，提供

一套稳定的认知框架，强化人们的观念，甚至改变人

们的立场，它也是人们发现问题、建构问题的资源。

(三)勒庞在民国的影响

蓬勃发展的群众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带来了

冲击，一些知识分子受到勒庞的影响，对此持畏惧和

怀疑的态度。在20世纪初期的时代背景下，许多知

识分子都参与到时代论争之中，其话语带有特定的

行动意图。周作人和瞿秋白具有代表性。

周作人很早就表达了对群众的犹疑和批判。在

《民族之解放》中，他把群众视为民族退化的产物，

“为民族者，今已解纽，复返于本初，退为群众”，认为

群众一旦得志，就会造成暴乱之风，主宰社会。“五

四”运动之后，周作人“对群众和群众运动的质疑和

批判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更为强烈了”，拥护个性、自

由、理性、宽容等价值。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周作

人，更看重个人的价值，以群众为对立面。他多次

述及勒庞对他群众观念形成的影响。1928年他说

道：“法国吕滂著《群众心理》，中国已有译本，虽然我

未曾见，我所读的第一次是日文本，还在十七八年

前，现在读的乃是英译本。”他还直接论及勒庞的影

响：“我很惭愧自己对于这些运动的冷淡一点都不轻

减。我不是历史家，也不是遗传学者，但我颇信丁文

江先生所谓的谱谍学，对于中国国民性根本地有点

怀疑：吕滂(G. Le Bon)的《民族发展之心理》及《群众

心理》(据英日译本，前者只见日译)于我都颇有影响，

我不很相信群众或者也与这个有关。”在“群众”成

为偶像的时代，周作人认为勒庞打破了群众的偶像：

“无论人家怎样地骂他是反革命，但他所说的话都是

真实，他把群众这偶像的面幕和衣服都揭去了，拿真

相来给人看。”

瞿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早期

领导人之一，在1920年，五四运动之后，为了回应社

会上流行的“解放”和“改造”话语，发表了《社会运动

的牺牲者》一文。他对“解放”“改造”之类的话语持

有怀疑态度：“现在‘解放’‘改造’的呼声一天高似一

天，觉悟的人似乎应当一天多似一天了。果真么?对
于这一点怀疑的人一定不少，我可以信得过的。”文

章对比了社会运动和群众运动，他更看重社会运动

的价值，认为社会运动才能够形成新的人生观，改革

旧制度，打破旧习惯。他对群众运动的理解，受到勒

庞的影响，并以此区分群众运动与社会运动。瞿秋

白说：“所谓群众运动之性质，就是根据于群众心理

的一种群众运动之性质。吕邦说，群众心理的构成

有四个主要特征，一，各个人意识的个性消失，二，无

意识的个性消失，三，暗示及传染的结果构成群众内

人人感情思想趋向于同一方向，四，被暗示的思想直

现于实行上。他在革命心理上又说，群众心理的特

征是无限的轻信心，极端的感情。”瞿秋白说，勒庞的

学说，“虽不是完全对的，而在一时的群众运动，确有

这种心理，而且是普遍的。”在他看来，群众运动受制

于狂乱虚浮的暗示，不能确立新的信仰。在瞿秋白

那里，勒庞的学说是用以区别两种运动的知识。

虽不能说勒庞改变了周、瞿两人对群众的态度，

但勒庞学说和已有的观念、立场相互印证，强化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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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群众的疑虑。群众心理学这套语言影响了许多

知识分子，为他们表达对群众力量兴起的恐慌和犹

疑提供了知识资源。肖铁指出，五四运动之后的

1920年代，许多知识分子对群众的看法都与瞿秋白

同出一辙，像“虚浮的暗示”和“极端的情感”之类的

词汇，都是他们用来描绘群众的心理——病理学语

言。知识分子对“群众”的态度并未因政治派别而

有明显的差异，“从陈独秀、瞿秋白等左翼激进分子，

到学院自由知识分子，再到国民党学者张九如，都无

一例外地视群众心理学为知识‘权威’。”

勒庞的学说让人们把群众心理变成一套知识论

述。不少文章对于群众心理的叙述都与勒庞相似。

群众心理学的“暗示”“模仿”“个性消失”“无意识”等

概念成为民国时期知识人描述群众的常用词语。朱

隐青1948年在《法商论坛》发表的《群众心理毕竟是

可怕的》一文，就直接受到勒庞的影响，例如，他把群

众心理的特征概括为：偏重情感，缺乏理智；专好模

仿；容易接受暗示等。这与勒庞几乎是一致的。朱

隐青担心群众心理会造成破坏：“群众的情绪特别热

烈，群众的行动容易一致，一旦遇有领导的人，便可

成为暴群的运动，小则足以演出杀人放火的惨剧，大

则足以完成一个伟烈的义举。”

知识可以被系统地传授，并创造新的实践。在

革命和战争的年代，政党需要进行政治动员，群众心

理学被用于一些训练班的课程，这些课程主要讲授

如何动员群众和操控群众：“在国民党所办的许多党

政训练班、军事训练班中，‘群众心理’都在讲授科目

之列。”这些训练班把群众心理学的知识用于群众

动员上。我们以张九如的《群众心理》为例来分析。

张九如是民国时期国民党的官员，在中央陆军军官

学校所讲授《群众心理》。张九如在该书1931年版的

引论部分，探讨群众的力量，认为群众的力量可以用

于破坏，也可以用于建设，群众“勇有余智不足”，因

此让他们走向轨道，“听我指挥”，要“运用群众”，“必

先知道群众的长处何在，短处何在，然后能运用他的

所长，补救他的所短”。这就需要了解群众心理。在

他的论述中，掌握群众心理具有巨大的力量：拿破仑

对于法兰西群众的心理，观察入微，才能够称帝，但

因为不了解异族人的心理，才一败再败。“至于实行

总理‘唤起民众’与‘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的遗教，更必先了解民众与民族的心理，然后可得如

何唤起如何联合的方术。”

张九如对于群众心理的理解受到勒庞的影响。

他在《群众心理》中使用的话语、框架和勒庞非常相

似，例如，他对于个人与群体心理特征的论述与勒庞

如出一辙：“个人既入群众队里，则此时个人的情感

思虑动作云为，必和他平居时所感所思所动所作云

为的，完全不同。……当他独居孤立的时候，品高学

粹，卓荦为杰，及一旦卷入大群之中，便不免突隳叫

嚣，和原始人的行为一般。试看法国革命大会的议

员，本是奉公守法的良民，待他群聚一地，便如疯狂

一般。”1934年，他出版了内容更为详尽的《群众心

理与群众领导》一书，自言：“阅读了一百册以上的心

理书籍。”书中多次提及勒庞的观点。

陈东原的《群众心理ABC》一书，在描述研究群

众心理的意义时，用了“得民者昌，失民者亡”的说

法，“民”就是群众，因此，了解群众心理，对于领导群

众大有益处。该书也多次引用勒庞，十一本参考

书目中，勒庞的著作占了三本，分别是《群众心理》

《意见及信仰》《革命心理》，这也可以证明勒庞对他

的启发。

群众心理的知识创造了操控群众、动员群众的

政治实践。“群众心理”是一些指导群众运动和宣传

工作著作的重要章节，比如王一之的《综合宣传学》，

专门讨论了群众心理的知识以及勒庞的群众心理学

说。陈东原在《宣传技术——群众心理浅说》中引用

勒庞的群众心理学提出宣传的建议：“给群众宣传，

最要能刺激他们的情感，情感强烈起来，群众行动便

可实现。”巴罗斯说：“勒邦的成功在于，他给政界人

士提供了如何应对群众的建议。”这用来描述民国

时期的群众动员实践再合适不过。

在群众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政界和学界的一

些人也看到了群众的价值，指出勒庞思想的问题。

胡汉民批评了把群众看负面的态度，指出了勒庞思

想中的守旧特征。这一时期，胡汉民是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重要的早期传播者，其思想受到马克思主义

的影响。他在评论当时的群众观念时说：“我们中国

专制政体的余毒未清。这些人的脑筋，提起群众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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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早就觉得不妥。好像是可厌可憎、一概不必理会

他的。”他把对于群众的畏惧视为专制政体的余

毒。徐蕾、李里峰指出，近代中国的群众论述受到两

大对立传统的影响，一个是由勒庞等人奠定的群众

心理学，将群众视为理性缺失的乌合之众，一个是由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创立的唯物史观，重视人

民群众的价值。胡汉民的群众论述属于第二种。

根据肖铁的论述，1920年代早期，对群众形象的另一

种视角亦开始出现，它把非理性和“极端情感”的流

溢视为革命能量产生的基础。但这种视角也蕴含了

这样一个认知：群众是情感化/情绪化的。这种群众

观念对革命政党的群众动员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乌合之众》与网络时代的“群众”知识

(一)新译名的产生和流行

在1949年到1979年间，群众运动在新中国继续

发展，“勒庞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低潮，这时候的

勒庞，普遍被认为是一个资产阶级学者，其思潮是为

帝国主义服务的”。1980年代之后，西方的学说再

次被大规模地翻译到中国。群众心理学的一些著作

被陆续引入，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勒庞的《乌合之

众》。这本书在1998年被冯克利以《乌合之众》为名

翻译出版，之后，过了十年左右的时间，这本书以及

“乌合之众”这个名词在学界、媒体和网络空间中流

行开来。

《乌合之众》在中国的翻译和流行与中国历史和

当下社会中的群众现象有关。它契合了人们的需

求，即反省历史以及对当下的群体性事件和互联网

上的群体现象作出解释。民国时期，群众力量兴起，

在各类政治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建国后，“群

众”更是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政治。1990年代以来，群

体性事件频繁发生。2000年之后，互联网的迅速发

展使得“群众”以新的方式出场，不断增长的网民表

现出更为强大的力量。勒庞预言：“我们将要进入的

时代本质上是群众的年代!”抛开勒庞对群众的偏见

不谈，此言倒非常契合网络时代的本质。由于互联

网的特征，网民的聚集和强度都与传统的群众现象

有着重大的区别。他们有时被看作公共参与的强大

力量，有时又被想象为无组织的、缺少现实道德规范

的群体。知识界、媒体、公众等都需要知识系统来理

解这一现象，而《乌合之众》恰好是一个得心应手的

框架，因为它具有如下特征：首先，勒庞使用了断言

式的表达方式，不少结论虽缺乏充分的论证，但却容

易被记住。其次，《乌合之众》是精英和群众的二分

框架，在知识界的使用中，可以转化成“我们-他们”

的框架。第三，《乌合之众》中的群众心理知识具有

模糊性，这恰恰使得它可以被用来解释许多事物。

第四，与译者对书名的翻译也有关系。相较《群众》

或者《群众心理》，《乌合之众》的译名具有强烈的情

感色彩和修辞色彩，非常容易成为一个可以日常使

用的标签，方便地进入大众话语。

阿伦特说：“人间出现的每一件新事物，都务求

有一个新词，不管是杜撰一个新词，以涵盖新的体

验，还是用一个旧词，赋予它新的意思。”“乌合之

众”便是一个被赋予新的意义的旧词，它用以解释的

新事物就是“群众”力量的崛起，表现为各类群众事

件的频发。但“乌合之众”这一词语的本意与勒庞的

观点并不完全契合。查阅在线词典《汉典》，“乌合之

众”这一词语来自中国古汉语，形容像乌鸦一样聚合

的人群，“比喻临时杂凑的、毫无组织纪律的一群

人”。它强调的是无组织性和散乱的特征。在民国

期刊上，“乌合之众”也是指这一种含义，多被用来形

容群体的不堪一击等。这和勒庞所担忧的非理性

的、具有暴力的群众并不是完全等同的。况且，勒庞

的书名以及英文译本的标题并未直接有此意。用

“乌合之众”来翻译勒庞的The Crowd，是带有修辞性

的译法。修辞性有助于抓住读者的注意力。

“乌合之众”这一译名不仅具有吸引力，它本身

也是知识界、媒体等公共话语表达中经常使用的词

语。这也是勒庞学说影响公共话语的一种方式。思

想以多种方式对社会产生影响，它可以促使某些行

动，也可以留下一些格言、概念或口号。王汎森指

出：“中国历代思想，凡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发生重要

影响的，一定经历‘降一格’之类的历程——包括一

个无所不在的‘俭约原则’，即将相对复杂深奥的思

想一阶一阶地降。后来可能成为几个概念或几个口

号，或是不停地通俗化或改写(包括具象化与譬喻

化)。”勒庞学说的影响也是遵循了这样的路径。它

常被化约为“暗示”“模仿”“个性消失”等几条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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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术语和“乌合之众”这一改变了原有含义的词语。

我们根据对报刊中“乌合之众”话语的分析，也可以

看出勒庞的影响。在 2000年之前，报刊使用“乌合

之众”，是用来形容没有组织纪律、临时杂凑的人

群。2000年之后，随着《乌合之众》的翻译出版，这

一词语又被用来形容非理性的、狂热的群体，“乌合

之众”具有了新的含义。它与“非理性”“狂热”“暴

力”等意象联系在一起，以形象的手法生产了想象群

众的图景。

但学界对于这一译法是有争议的。2016年北京

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乌合之众》，译者何道宽先生并不

认为勒庞此书应该翻译为《乌合之众》。在他看来，这

个译名吸引眼球，又撩动非理性，是营销的方式。

董强是2018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乌合之众》的

译者，他也认为，“乌合之众”带有明确的贬义，勒庞的

原书并无这一题目。两人最终都还是选择了“乌合

之众”作为译名，何道宽先生道出了个中缘由：“迫于

《乌合之众》众多译本所向披靡的压力，我不得不放弃

‘矫正’译名的主张，做出妥协，接受约定俗成的译名

《乌合之众》。”此言表明“乌合之众”这一词语的影

响之大。这一词语已经成为勒庞学说的标志。

在这一时期《乌合之众》的传播过程中，出版商、

学术机构、自媒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10年
之后，国内掀起了《乌合之众》的出版热潮，每年都有

不少出版社出版该书。经过统计，2000年以来大大

小小出版社共发行了 83个版本，总计 100次左右。

出版商对这本书的追捧，主要原因并不是版权保护

过期，而是群众理论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市场。在出

版商的推动下，《乌合之众》在学术机构、媒体、自媒

体上流行开来。出版商、营销商在传播该书时，有时

会使用一些修辞策略，比如强调这本书的意义“揭示

心理操纵的真相，开启民智的经典之作。”或者通过

一些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建构其权威地位：“弗洛伊

德、荣格、熊彼特等深受其影响，罗斯福、丘吉尔、戴

高乐等推崇备至。”还有出版社的推荐语强调这本

书的价值：“对现代化进程中群众崛起的社会现象饱

蕴惊人的预见力、敏锐的把握力、深刻的感受力。”

这些推荐语既引导读者的阅读和思考，又把这套知

识权威化。

(二)《乌合之众》与知识的生产

我们继续分析学界在《乌合之众》被译介到当代

中国之后进行了哪些知识生产。知识的翻译是一种

跨文化的实践。知识从客方语言进入主方语言时，

会在主方语言的历史环境中发生新的意义，服从于

主方语言使用者的实践需要。《乌合之众》传入中

国，契合了人们解释群众现象的实践需要，这清晰地

表现在何道宽、冯克利两位译者的说法中。何道宽

指出，群众心理学是可资借用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强

大的武器，可以用于反省“砸烂孔家店”“全盘西化”

“无法无天”“造反有理”的历史失误，破解当前互联

网和自媒体里的乱象。这一表述认为《乌合之众》

可以用于解释中国历史和当下的群众现象。它把不

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历史现象都纳入群众心理学的

框架，却忽视了它们产生的独特历史背景。互联网

和自媒体时代的问题被间接地和“全盘西化”“造反

有理”等历史现象等同起来。冯克利把群众心理的

研究和民主等问题的反思联系起来。

知识界、媒体通过《乌合之众》有着特定的言说

意图和实践指向。《乌合之众》的相关论述经常出现

在学术期刊、媒体和公众的日常用语中，被用来解释

各类群体性的现象，界定与“群众”有关的问题。我

们在此先分析学术界对这套知识的征用。《乌合之

众》首先被用于分类和命名。知识界对存在于各种

时间和空间中的“群众”进行分类和命名，将聚集在

一起，产生一些非理性行为的人群命名为“乌合之众”

这一具有贬义的名字。与此同时，它也具有对理性-
非理性、精英-乌合之众等进行分类/区别的功能。

《乌合之众》还被用于定义社会问题。它以心理

学的方式界定了群众现象。那么，《乌合之众》如何

定义各类与“群众”现象有关的问题?被用来研究了

哪些议题?进行了哪些知识生产?我们主要对学术论

文进行分析来回答这些问题。

以《乌合之众》作为“被引文献”在知网(CNKI)上
检索，对于搜索到的文献进行主题划分，删除一些不

相关的主题，得出分析样本。我们发现，受到《乌合

之众》影响的文献主要包括群体性事件/网络群体性

事件、群体心理、网络舆情/网络舆论、意见领袖、网

络暴力、群体极化、舆论引导等主题。《乌合之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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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界的影响主要与这些研究领域有关。这也显

示了《乌合之众》的传播与中国社会变迁之间的关

系，它是学界、媒体、公众用来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

剧烈变迁的知识资源。

我们不能仅仅依据内容来理解知识，还要看它

实现了什么样的社会功能。学界把《乌合之众》作

为建构社会问题的理论资源。根据对文献的分析发

现，《乌合之众》在民族主义事件、谣言、社会冲突、网

络暴力等许多议题的研究上都有影响。学界用来描

述这些议题中的群众心理时，使用了诸如“易受暗

示”“缺乏理性”“集体无意识”“相互传染”等话语，受

到勒庞学说的影响。勒庞为学界提供了一套解释群

众事件的语言和知识。在此框架下，网民被定义为

缺乏理性的、狂热的、暴力的，社会问题和政治议题

被定义为心理学层面上的。

受到勒庞影响的相关文献，虽然建构问题的指

向是“群众”，但并没有对“群众”的清晰界定。“‘群

众’的实体所指从来都是模糊的，它可能更多作为一

种被指认的话语和想象，用以建构自我的优越感。”

在《乌合之众》中，勒庞对于“群众”也没有明确的定

义，他只是说“其中一些人聚在一起构成群众”，麦

克莱兰也看到了“群众”所指的模糊问题：“任何像群

众一样的群体都是群众；即使塔尔德这样犀利的批

评家也不明白勒邦群众的范畴。”这一套知识所指

的模糊性恰恰使它成为了应用广泛的框架。在引用

《乌合之众》的相关研究中，“群众”也是面孔模糊，它

可以指一个具体的网络社群或者因事件而聚集的群

体，也可以宽泛地指代网民，还可以指代抽象的民

意，如前文提及的《深圳特区报》的文章就在《乌合之

众》的知识框架下把民意视为“冲动、易变与轻信”。

(三)解释框架与行动指向

在《乌合之众》的影响下，非理性、狂热、极化等

已经成为阐释网络集群事件的框架。但这种框架并

非一直就有。回顾互联网的学术史会发现阐释框架

的变化。在发展早期，互联网曾被寄予促进公众政

治参与的厚望。协商民主、公共领域、社会抗争这些

理论曾经是学界讨论网络政治参与的知识框架。“围

观改变中国”这句流行话表达的就是网络对于中国

政治的意义，人们认为网民的“集群”具有重要价

值。在2008年前后，网民的“非理性”开始成为学界

较多关注的问题，并且成为了人们解释网络集群事

件的框架。通过读秀数据库搜索发现，期刊发表的

讨论网民的“非理性”的文章，在2008年之前，文章数

量很少，2001年至2008年，总计12篇，平均每年不到

2篇。但在2008年之后，文章数量增长迅速，平均每

年有40-50篇。网民的“非理性”已经被建构为引人

瞩目的社会问题。根据社会建构论的观点，社会现

象的问题化并非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由多种

行动者参与建构的，他们相互竞争资源。网民“非

理性”的问题化也是如此。我们并不否认网民“非理

性”在现象层面的真实性，但它成为“社会问题”，与

多种因素和主体相关。

网络舆论的发展给国家治理带来了挑战，面对

网络这种新的舆论载体，国家通过多种措施民来应

对网络舆论的发展，比如成立新的管理机构、出台法

律法规、建设智库和舆情监测机构等。其中，还有一

项不能被忽视的措施，即设置各层次研究课题，包括

网络舆论引导、舆情治理、网民的非理性和情绪化、

网络谣言等选题，这在某种程度上设定了学界的研

究议程。在课题的导向下，学界对舆论引导、舆情治

理、网民情绪和非理性等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促进

了网民“非理性”的问题化过程。其中，《乌合之众》

是学界论述这些议题的重要知识资源，提供了理解

网民表达的视角。网民表达的问题化也推动了勒庞

学说的流行。群众心理学作为阐释框架的凸显，显

然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背后与刘禾所说的

各种形式的体制性实践有关，蕴含着知识与权力的

关系，“这些形式和关系在将某些认知方式权威化的

同时，也压抑了其他的认知方式”。

在群众心理学的视角下，一些群体性事件、网络

集群事件，被认为与群众的非理性、狂热、暴力等心

理因素有关。在互联网时代，群众心理学的阐释视

角，经常和网络技术的特征联系在一起，网民的群众

心理被认为由网络技术促成，比如网络的匿名性，被

认为导致人们失去了现实规范的制约，再比如，网络

为每一个个体提供了发声的机会，这也被认为是形

成“乌合之众”的原因之一。例如，有媒体评论道：

“在这个人人都可以发声的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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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在不经意间掉进‘乌合之众’的队伍。”在解释

群众现象时，群众心理学与网络技术两种框架的结

合，是互联网时代与民国时期的不同之处。

群众心理学有着较为明确的行动指向。学界的

知识生产提出了行动议题。针对网络暴力、网络谣

言、网络群体性事件等方面的建议，有不少文章给出

的对策是从网民素质、网民素养的角度进行的，要求

网民提高自身素质，媒体加强把关自省自律，国家健

全法律法规，政府积极引导和监管等，形成了“网民

素养”“网民素质”“净网”“引导和监管”“舆情”等治

理话语。心理学语言类似霍尔所说的“意指实践”

(signifying practices)，定义了群体性事件、网络群体

事件等现象，为针对这些事件和网民的治理提供了

辩护。学术研究成果虽然流行程度通常不如媒体、

互联网，但它以“科学”形式把“群众”建构为非理性、

狂热、盲从的形象。这种“科学”形式赋予它以知识

的权威性。

我们以一篇研究鲍毓明事件中新闻反转与网络

暴力的文章为案例，分析学界使用《乌合之众》论证

的方式。这篇文章的作者以《乌合之众》作为理论框

架，将反转新闻网络舆论中的网民视为新媒体时代

的“乌合之众”，是网络暴力的始作俑者。作者提出

三个对策以应对网络舆论中的“乌合之众”，建议政

府机构设置舆情监控专员，负责甄别网络信息和判

断社情民意，提前做好预防工作，新媒体要加强自

律，网民要接受网络责任教育，树立网络责任感。有

不少文章都是这样使用“乌合之众”。学界使用《乌

合之众》时，通常是直接把勒庞论述作为不证自明的

知识资源，缺乏对群体情绪构成、行为逻辑及其与政

治-社会关系的细致考察。

横向对比有助于我们理解《乌合之众》对中国知

识生产的独特影响。在Web of Science数据中，以

The Crowd作为“被引文献”进行搜索，我们发现，国

内文献在引用《乌合之众》时，常把它作为主导性的

框架，以此来解释各类群体性的网络事件，论证网民

的非理性和情绪化。相较而言，英文研究文献引用

该书，多是将其放在文献回顾章节，作为“集体行为、

群体心理”的一种取向，厘清文章聚焦的集体行为、

社会运动、民粹主义等问题的脉络。西方学者并不

倾向于把民粹主义之类的现象看作是非理性人群的

聚集，而是认为网络结点背后是一个个独立个体，群

体行为是个体之间连接的结果，有学者认为：“群体

行为在网络介入后变得更复杂了，群众也不再被看

作是匿名、无序的。技术介入后的群体行为，是个体

行动者通过中介联结的系统性结果。”对社交网络

时代道德制裁颇有洞见的乔恩·罗森(Jon Ronson)也
并不认可勒庞的观点，他指出：“在古斯塔夫·勒庞看

来，群体不过是没有意识的疯狂大爆炸，是一团毫无

变化的暴力色彩。但推特不是这样。推特上不是只

有一种声音。”

(四)媒体话语中的“乌合之众”

《乌合之众》在中国社会的流行，还表现在媒体

对《乌合之众》的使用上。通过知网报刊数据库查

询，媒体使用《乌合之众》主要用来评论网络粉丝、网

络舆情、网络暴力、谣言传播等互联网时代的现象。

这与学界使用的领域相似。媒体评论者多是描述现

象，然后直接使用《乌合之众》来定义或贴标签，如一

篇评论这样来使用《乌合之众》：网上的一个热搜事

件、热炒话题，触动了你的情绪，朋友圈、微博都在争

先恐后地转发评论，你也坐不住了，加入评论大军，与

持不同意见的人“开撕”，越争情绪越激动。不曾想第

二天，那条让你义愤填膺的网文，竟然是一条假新

闻。这种因情绪传染而发动、缺乏独立思考的群体，

就是我们常说的乌合之众。

诸如此类的评论方式是使用情绪、传染、缺乏独

立思考等话语描述现象，然后征引“乌合之众”的知

识作为标签。媒体用《乌合之众》来定义的现象和群

体非常广泛，一篇评论投资市场的文章也征引勒庞

理论，用来分析股市中的狂热情绪和从众心理。

媒体也使用勒庞学说来分类。《深圳特区报》一篇

文章借助《乌合之众》的群众心理知识，在网民、自媒

体与党报之间进行了划分，网民、自媒体被描述为冲

动、轻信，容易受到群体心理的影响，而党报则是可以

“众人皆醉我独醒”，保持冷静、客观和权威。此种分

类并不鲜见。分类和命名与社会权力密不可分，从这

个意义上讲，《乌合之众》的流行体现了知识的权力。

四、“群众”现象的心理学解释及其问题

语言塑造着我们的政治，政治也必须借助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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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以言说和实践，因此，一些研究者提醒我们关注

政治的语言构成。勒庞学说提供了一套解释群众

现象的心理学语言，影响了知识界、媒体、大众对于

群众现象的理解和政治实践。本文是对《乌合之众》

进行福柯所说的“知识考古”，即“挖掘并呈现沉淀于

话语构成之中的概念形成轨迹”。为此，我们考察

了民国和当代两个时期。严格说来，两个时期的社

会、政治和文化背景千差万别，难以比较。本文之所

以把两个时段并置在一起来讨论，主要是追寻《乌合

之众》传入和影响中国的历史轨迹，这一轨迹非常直

观地显示了勒庞学说与“群众”兴起之间的密切关

系，以及它如何在不同的政治情境下影响了中国社

会的“群众”观念和实践。

《乌合之众》在中国的两次流行都与“群众”的兴

起有关。“群众”被认为是情感化的，它可以提供革命

需要的激情，也可能导致暴力和破坏社会秩序。对

于群众心理的诊断、治理和动员，成为政治行动者、

知识界的意愿。在民国时期，知识界受到勒庞学说

的影响，把群众事件放在心理学的层面来讨论，对群

众的犹疑乃至畏惧被强化。运动中的群众被理解为

非理性的、容易受到暗示的。勒庞的学说还提供了

一套操控群众心理的方法，进入宣传培训、动员培训

等图书。进入21世纪，《乌合之众》被用来解释群体

性事件以及各种类型的网络集群现象，衍生出一系

列针对这些现象的治理话语，尤其是对网络中的集

群现象。《乌合之众》满足了不同历史时期政治行动

者、知识界与大众的需求。心理学框架下的“群众”

观念之所以会流行，与以下因素相关：它满足了一些

知识分子对群众现象的畏惧和批判；可以提供实用

的工具，供政治家、政党进行群众的动员，比如在民

国时期；可以为对群众现象的治理提供辩护。

这套知识从群众的心理角度来解释群众事件的

发生和后果，预设了个人-群体、理性-非理性等二元

的框架。它具有如下功能：(一)区分功能：它生产差

异，帮助人们区分“我们”与“他人”、“精英”与“群

众”，这种区分功能推动了它在知识精英群体中的流

行；(二)定义功能：《乌合之众》界定了各类群众现象

的性质，给事件进行定性；(三)生产功能：人们在接受

一套知识之后，可以结合特定的社会情境，生产新的

知识，形成复杂的知识链条和知识网络。中国知识

界、媒体和公众在民国时期和当代围绕《乌合之众》

生产了复杂的知识/话语；(四)合理化功能：《乌合之

众》为负面化“群众”及各类与此相关的现象提供了知

识论证；(五)实践功能：《乌合之众》创造了动员群众的

培训，以及净网、加强舆论引导等指向实践的话语。

我们并不否认这一套语言的解释力，但它会导

致将各种群体现象的产生归因于群众心理的问题。

群众心理学的知识会造成两种结果。第一种视群众

为“洪水猛兽”，欲避之而不及，导致对群众的贬低、

治理甚至控制。第二种则视群众为可资利用的力

量，群众心理学提供了如何动员群众的知识。这两

种结果都曾出现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中。

以《乌合之众》为代表的群众心理学对于群众的

心理特征虽然有一定的启示和洞察，但忽视了形成

群众心理的制度、文化和技术等背景知识。各类群

众事件本质上属于社会问题，群众心理学却回避了

政治和社会的维度。作为解释群体行为的知识框

架，它可能会造成一个后果：群体行为的复杂性被简

化为非理性的、盲目的行为，使用这样的标签来理解

群众行为固然便利，却无法提供给我们更多的关于

集体行为机制的分析，并且会造成对于群众的刻板

印象，遮蔽了群众蕴含的多元面向和价值。

集体行为以及网络集体行为都包含复杂的类型，

有些较为温和、有序，有些可能会出现狂热和导致暴

力。《乌合之众》能够帮助人们洞察网络群体行为的问

题，但也面临着许多局限。《乌合之众》把群众的情绪

视为非理性的，这一前提是存疑的。首先，情感多与

认知有关，情感不能被简单地视为非理性的，它背后

有着认知的根基。因此，面对一些具有暴力性的集

体行为，我们应该分析它背后与哪些情感有关，这些

情感包含了什么样的认知，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情感，

而不是简单地用“乌合之众”来概括参与的“群众”。

其次，情感文化的形成不是某一个群体的产物，

而是社会的产物。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群众心理”作

为论述的核心线索，因为这会导致对群众行为的理

解变得非常狭窄。任何群众行为都是发生在真实的

政治和文化环境中，“群氓的行动能够在不同程度上

反映现有的文化与社会现实”。一个群体行为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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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更不仅仅是群众心理的问题

了。勒庞学说在关注群体的心理特征上有洞见，但

也造成了对“群体”的标签化，同时缺乏对于权力结

构的分析，例如，群众因何而聚集?看似“乌合”的群

众如何挑战一些占据主导地位的权力?有时候又是

如何与主导权力合作?这些在《乌合之众》的论述中

是看不到的。使用《乌合之众》来理解群众或者群众

行为，有可能忽视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

指出群众心理学的问题，并不是为各种群众现

象进行辩护。群众是非理性还是理性的，这不是本

文要回答以及能够回答的问题。本文关注的是群众

心理学这套心理——病理学语言为何在中国流行，

以及如何塑造了人们对群众的理解。通过考察《乌

合之众》在民国时期和2000年至今两个阶段的传播，

文章展示了勒庞学说对中国政治、知识界、媒体话语

的影响。以《乌合之众》为代表的群众心理学只是

“群众”知识的一种，但却非常深刻地影响了知识界、

大众传媒等对“群众”现象的理解。社会的发展、自

媒体技术的日新月异等因素，都可能会推动各类群

体现象的频发，群众心理学也会继续扮演重要的角

色。分析这套知识的传播和使用，有助于我们理解

知识背后的权力关系，也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中的

“群众”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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